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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历史书写中的“年代记”及其政治功能

蔡丽娟 王 傲

【提要】 塔西佗以传统“年代记”体裁写作自奥古斯都到图密善统治时期的历史。他的历史探
讨最深刻的人性与政治的关系，以此论证元首政体的好坏与统治者品性之间的联系。塔西佗的政治
生涯大部分在图密善时代度过，在图拉真统治时期开始写作历史。图密善的暴政使他对历史写作持
谨慎小心的态度，而暴政带来的影响使他希望通过历史写作给贵族阶层提供政治教诲，培育政治上

的审慎美德，以便服务于国家。历史写作上的谨慎和提供教诲的愿望，使他放弃了当时流行的皇帝
传记体裁而选择传统“年代记”体裁。尽管“年代记”与皇帝传记一样，都把皇帝作为叙述中心，但塔
西佗研究的重点是皇帝的统治技巧、计谋和贵族阶层对此的回应，这种叙述体裁的选择因而也是其
写作意图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塔西佗 年代记 公共视角 政治教诲

普布里乌斯·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 公元 56—120 年) 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因为
对帝国政治的深入剖析和洞见，他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马基雅维利化”，并成为现实主义学派
的权威，这些倾向显然模糊了塔西佗写作的真实意图，因为其著述并没有超越罗马历史书写的道德

教诲目的，从他选择传统“年代记”( annales) ①体裁书写帝国历史并希望给罗马政治精英提供政治教
诲中可以看出。
对于塔西佗选择已经不是主流历史书写方式的“年代记”体例来叙述历史，西方学者有两种不同

观点。一种观点以现代研究塔西佗的权威罗纳德·塞姆为代表，他们认为塔西佗借助传统“年代记”
表达对共和国制度的推崇。如塞姆认为，“年代记”体裁的运用，暗示了塔西佗对共和制度的怀念，对
提比略统治前期的历史叙述大量运用“年代记”体裁意在说明提比略统治前期拥有更多的共和制特
点。② 塔西佗的历史书写实际上是罗马史学劝谕传统的延续，而且他只为成熟的、不因为怜悯而影响
其判断力的政治参与者写作。③ 另一种观点以莫尔为代表，他们认为塔西佗选择“年代记”体例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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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les既可以译成“年代记”，也可以译成“编年史”，它由罗马最早的 fasti发展而来。fasti即“历书年表”，是按时间顺序或者日
历记载的官方和宗教事件的列表，也记载特定事件，如执政官列表、凯旋将军列表等。fasti的年度记录方式后来发展成以编年纪
事为特征的历史书写体裁“年代记”( annales) 。塔西佗的《历史》与《编年史》都以编年纪事的方式叙述历史，为了与其专著《编
年史》( Annales) 进行区分，故把他的写作体裁归纳为“年代记”。
Ｒonald Syme，Tacitu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 269.
Ｒonald Syme，Tacitus，p. 429. 莫米利亚诺与塞姆的观点相似，认为尽管塔西佗经常被看作政治专制的诠释者和批评者，但并不
是“罗马帝国结构的批评家”，也不是“具有独创性的历史诠释者”，他没有放弃传统的编年纪事方式就说明了这一点。莫米利亚
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7、164、153—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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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只是一种符合其时代的方便做法。① 朱迪斯·金斯伯格在分析了《编年史》中的
“年代记”形式之后，认为“年代记”对塔西佗所记载的历史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他的叙述重点
始终放在皇帝家族身上，不过这种没有意义才是塔西佗想要表达的意义: 通过显示共和时代的历史

体例已经失效，塔西佗就可以揭露元首政治的欺骗性。②

然而，莫尔、金斯伯格等忽视了塔西佗对“年代记”体裁的灵活运用，塔西佗自己没有否认他
的“年代记”体裁与传统“年代记”体裁的区别。实际上，他对这一体裁进行了改造并用来分析元
首制时代的政治现实。约纳森·马斯特的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对《历史》中的“年代记”
叙述顺序进行分析，他认为，塔西佗改变了传统“年代记”体例中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叙述顺序，目
的在于说明帝制时代罗马与行省之间的关系。③ 托马斯·斯特伦克则认为，塔西佗的“年代记”
显然是经过改造的，否则他便是在暗示元首制时代和共和时代没有本质区别。④ 确实，塔西佗选
择“年代记”体例来叙述历史除了表明他对共和制的推崇之外，更重要的是，“年代记”本身的特
征和要求为他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政治主张的外衣和渠道，通过分析“提比略叙事”的特征可以发
现，塔西佗把皇帝的统治策略和计谋、贵族阶层的政治行为作为分析的对象，全景式地考察了人
性与政治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希望规定统治阶层的行为原则，培育贵族阶层政治审慎的美德，以

便服务于国家。

一、塔西佗著作的“年代记”框架

塔西佗的家庭属于骑士等级( equites) ，⑤在一篇演讲中，他声称自己是自由人后裔，并说许多元
老和骑士都是自由人的后裔。⑥ 他的父亲科奈利乌斯·塔西佗( Cornelius Tacitus) 一直担任贝尔吉卡
( Belgica) 的财务官( procurator) ，⑦岳父是名将阿古利可拉。⑧ 从塔西佗《历史》中可以知道，他于弗
拉维王朝时期开始政治生涯，⑨提图斯统治时担任某个行省的财务官( 公元 81 或者 82 年) ，图密善恐
怖统治时期( 公元 81—96 年) 担任裁判官( 公元 88 年) 、15 人祭司团( quindecimvir) 成员( 保管西比
尔圣书) 。瑏瑠 公元 97 年，安东尼王朝涅尔瓦统治时期，塔西佗当上执政官，瑏瑡图拉真统治时期( 公元
98—117 年) ，他在 112 年到 113 年担任亚细亚行省总督。塔西佗有五部作品传世，分别是《关于演说
家的对话》( De oratio) 、《阿古利可拉传》( Agricola) 、《日耳曼尼亚志》( Germania) 、《历史》( Histories)
和《编年史》( Annales) ，写作和出版的时段是从 98 年到 116 年。《阿古利可拉传》写作时间最早(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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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莫尔( Frank Gardner Moore) :《塔西佗的编年方法和卷章划分》，曾维术、李静编《塔西佗的政治史学》，华夏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2 页。
Miriam Griffin，“Ｒeview of Tradition and Theme in the Annals of Tacitus by J. Ginsburg”，The Journal of Ｒoman Studies，Vol. 72，1982，
pp. 215 － 216.
Jonathan Master，Provincial Soldiers and Imperial Stability in the Histories of Tacitu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6，p. 117.
Thomas Strunk，History after Liberty: Tacitus on Tyrants，Sycophants，and Ｒepublican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6，p. 168.
equites等级是罗马第二个以财产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元老贵族等级。
塔西佗:《编年史》下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23 页; Ｒonald Syme，Tacitus，pp. 612 － 613。
Pliny the older，Natural History，Vol. 2，trans. H. Ｒackh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p. 555.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7 页。
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1—2 页。
塔西佗:《编年史》下册，第 327—328 页。
Pliny the younger，Letters，Vol. 1，trans. Betty Ｒadice，Harvard Univesity Press，1969，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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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 98 年) ，《日耳曼尼亚志》的写作和出版可能也在此时。① 《历史》大约在公元 105—109 年出
版，记载尼禄死后的内战，以及弗拉维王朝的历史，上起公元 69 年，下迄公元 96 年。②《编年史》则从
提比略的继位开始，一直叙述到尼禄统治时期为止，包含了整个茱莉亚 －克劳狄王朝的历史。
塔西佗最重要的著作《历史》和《编年史》均采用传统的“年代记”体裁进行叙述。这一体裁源于

大祭司长( Pontifex Maximus) 记载于铜板上的祭司记录( tabula apud pontificem) ，③它在纪年和记载内
容方面对“年代记”体裁产生了影响。祭司是“日历”和节日的记录者，记载的目的在于避免因对节
日的疏忽给国家带来可能的危害，祭司因此除了记录并公示每年的节日外，也会记录灾害、饥馑、天
呈异象的日月食等。④ 西塞罗把“年代记”体裁与大约公元前 130 年大祭司穆克尤斯·斯凯沃拉( P.
Mucius Scaevola) 编辑出版的 80 卷《大年代记》( Annales Maximi) 直接联系起来，⑤这一事件也被看作
“年代记”体裁形成的标志。显然，编年纪事的写作方式很早就有，恩尼乌斯( Ennius) 是最早以拉丁
语写作史诗的罗马人，其著作的标题即为《编年史》( Annales) ，但并不是西塞罗所说的枯燥的事件记
录，而是力图对罗马人进行伦理方面的教导。⑥ 到格拉古和苏拉时期，编年史家在“年代记”框架内
运用修辞原则，以情境重现的方式重建罗马历史; 到李维写作罗马历史时，为适应培养爱国情感的需

求，他在爱国主义精神之下写作。⑦

塔西佗写作时，“年代记”体例已不是流行的史学编纂方式。提比略时期还有人提出取消“年
代记”中执政官纪年的形式。⑧ 虽然这一提议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支持，但执政官纪年方式很可能处
于衰落之中，以皇帝掌握权力的年份为基础的纪年方式逐步形成。⑨ “读者的兴趣转到了皇帝身
上”，瑏瑠皇帝成为整个国家的权力核心，其家庭“私人事务”取代了共和国时期“公共事务”的地位，
帝王传记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帝国时期最流行的历史写作形式。与塔西佗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苏埃
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都是传记。一些作家，如狄奥·卡
西乌斯( Dio Cassius) 和阿米安努斯( Ammianus Marcellinus) 即使没有采用传记的形式，瑏瑡其叙述的内
容基本上也是围绕君主的作为展开。瑏瑢 不过，对塔西佗来说，他仍然坚持“年代记”体裁，将之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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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将《日耳曼尼亚志》当中涉及的日耳曼人的历史下限定于公元 97 年左右，可由此推断此书的创作时间。参见塔西佗:《阿
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 66 页。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 5—6 页。
西塞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02—403 页。
安德鲁·菲尔德、格兰特·哈代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 1 卷，陈恒、李尚君、屈伯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7 版，第 385 页。
西塞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第 402—403 页。
Jackie Elliott，Enniu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Annal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 22.
A. H. McDonald，“The Style of Livy”，The Journal of Ｒoman Studies，Vol. 47，No. 1 － 2，1957，p. 156.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79 页。
安德鲁·菲尔德、格兰特·哈代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 1 卷，第 334 页。
安德鲁·菲尔德、格兰特·哈代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 1 卷，第 389 页。
狄奥·卡西乌斯( 约公元 155—约 235 年) 是罗马元老政治家和希腊地区历史学家，出版了 80 卷著作《罗马史》，他把埃涅阿
斯来到意大利作为叙述的开始，然后按照顺序记载了罗马建城( 公元前 753 年) 、共和国的建立( 公元前 509 年) 、帝国的创建
( 公元前 27 年) ，直到公元 229 年。狄奥的著作历时 22 年完成，以古希腊文写成，覆盖罗马近千年的历史，有很多内容保存完
好。阿米安努斯( 约公元 330—391 年或者 400 年) 是罗马士兵和历史学家，著有《罗马纪事》( Ｒes Gestae) ，他以拉丁文记录了
从公元 96 年涅尔瓦即位到瓦伦斯( Valens) 378 年阿德里安堡战役( Battle of Adrianple) 期间的罗马史，但只保留了 353—378
年的部分记载。
Jonathan Master，Provincial Soldiers and Imperial Stability in the Histories of Tacitus，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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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惯例”，并对主张以保民官大权人物的名字来纪年的克温图斯·哈提里乌斯等人提出了
批评。①

“年代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当年执政官的姓名来纪年，塔西佗《历史》就是采用这一纪年
方式。《历史》从公元 69 年 1 月 1 日开始叙述，开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我的著作以塞尔维乌斯·
加尔巴( 第二次担任) 和提图斯·维尼乌斯将是执政官的那年为开端。《历史》所记载的公元 70
年，也以当年的执政官姓名作为开端。② 现存《编年史》由于涉及时段更长，这样的记载就更多，其
中的 43 个年份的开头几乎都采用了执政官纪年方式。除了在每一年开头之外，在随后记录当中
塔西佗还经常使用“在这同一年内”( eodem anno) 、“在其执政官任期内”( isdem consulibus) 、“这
年开始”( anni principio) 和“年末”( fine anni) 等短语，这一类短语都是传统“年代记”经常会出现
的“术语”。③

“年代记”大体上遵循一定的叙述顺序，新的一年以当选官员就任为开端，接着叙述国内发生的
内政和宗教，然后才是与罗马有关的国外事务。在一年结束之际，会记载下一年的选举情况，有时候
结尾还会加上重要人物的讣闻，以及预兆、洪水和瘟疫等事件。④ 塔西佗也尽量遵循这一顺序，如
《历史》没有完全依照时间顺序记载公元 69 年事件的经过，而是先记录加尔巴在罗马城被杀的全过
程，再记载维特利乌斯在日耳曼举兵反叛的事件，虽然后者发生的更早。⑤ 从第二卷开始，塔西佗才
开始记载维斯帕西雅努斯在东方行省的活动，随后记载与不列颠和帕提亚等民族的战争。公元 70
年的顺序也是如此，在叙述完罗马城内事件之后，才开始叙述这一年进行的犹太战争和巴塔维亚战

争，而这两起事件的源起都在公元 70 年之前。《编年史》的叙述从公元 14 年开始，塔西佗首先记载
提比略在罗马的继位以及后续事件，⑥然后才开始记载行省出现的叛乱，接着是对日耳曼人发动的战

争。⑦ 公元 15 年以日耳曼战争为开端，在结尾处将叙述视角拉回罗马，叙述了台伯河的洪水的治理
等事件，最后一件大事则是执政官的选举事宜。⑧

“年代记”记载的内容大多为国家大事，包括宗教、军事、重要人物的讣告、粮食问题、预言和异象
等。塔西佗同样关注这些内容，与李维和其他“年代记”作家一样，讣告经常出现在一年纪事的结尾
处，作为这一年纪事的结束。年初的执政官姓名和年末的讣告构成传统“年代记”最直观的形式特
征。讣告中所记录的重要人物都是参与过重大国务事件之人，除了记录其死亡之外，也会对其生平
进行相对客观简短的评价。⑨ 粮食问题是“大祭司年表”经常记载的，李维记载的主要是粮食征收和
分配，粮价的波动以及粮食短缺。瑏瑠 塔西佗《历史》和《编年史》曾多次记载罗马出现的粮食危机。瑏瑡

在由祭司们编撰的大祭司年表当中，预言和异象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一特点被后来的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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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180—181 页; Ｒonald Syme，Tacitus，p. 340。
塔西佗:《历史》，第 1、278 页。
莫尔( Frank Gardner Moore) :《塔西佗的编年方法和卷章划分》，第 9—10 页。
蔡丽娟:《李维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104 页。
塔西佗的《历史》从公元 69 年 1 月 1 日开始叙述，而日耳曼行省的叛乱从前一年的年底就开始酝酿了。参见塔西佗:《历史》，第
42—45 页。
塔西佗:《历史》，第 1 页。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6—17 页。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17—44 页。
Ｒonald. Syme，“Obituaries in Tacitus”，in Ｒhiannon Ash，ed. ，Tacitu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pp. 123 － 124.
Jonathan Master，Provincial Soldiers and Imperial Stability in the Histories of Tacitus，p. 112.
Jonathan Master，Provincial Soldiers and Imperial Stability in the Histories of Tacitus，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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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记”继承，李维《建城以来史》虽然没有直接引用祭司年表，但是其著作中仍然有很多这类记载。①

在罗马发生的各种灾难，诸如火灾、日食和地震等，往往被认为是众神的愤怒，所以“年代记”作家
比较关注，塔西佗也经常记载这类灾难。与此相应的是记载公共宗教活动，如元老院主持的向神
请愿和还原、神庙的修建、宗教节日的设立和宗教规则的改革等，这些内容经常出现在塔西佗的著
作中。②

当然，塔西佗“年代记”体裁的运用并不可能像李维那样叙述元老院中的讨论、人民怎样就宣
战和媾和进行投票，以及官员怎样行使权力等。人民在塔西佗的叙述中被删去，权力和权威中的
新的元素即元首和士兵被添加进来。与前代历史学家相比，塔西佗的著作为“年代记”体裁带来
了一些新的变化。③ 这种新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对皇帝的处理上，也就是说，皇帝及其家族成员在
历史叙述中占据了非常明显的地位。这一点，在塔西佗《编年史》中所谓“提比略叙事”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

二、“年代记”体裁在“提比略叙事”中的运用

塔西佗《编年史》的前六卷叙述提比略统治时期的历史，起于公元 14 年奥古斯都的去世和葬礼，
止于公元 37 年提比略去世，其篇幅占现存《编年史》的一半左右，学者们称之为“提比略叙事”
( Tiberian Narrative) 。④ 塔西佗把提比略统治作为研究起点，原因在于他认为探讨提比略的统治策略
和计谋可以为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阶层提供政治教诲，因此，把皇帝作为叙述的中心的同时，不能忽

略贵族阶层对皇帝权力的反应及其后果。“年代记”体裁的编年纪事和公共视角在探讨这一主题方
面发挥了助力。
以执政官名字纪年的编年纪事是“年代记”体裁叙事的核心，其中也包含以主题组织起来的叙

述。例如，李维《建城以来史》第二至五卷就是一个独立的叙述主题，叙述共和国建立到高卢人入侵，
即共和国自建立以来到遭遇最严重的打击。第六至十卷又是一个主题叙述，叙述罗马从高卢人带来
的灾难中恢复并走向新生。⑤“提比略叙事”的谋篇布局同样具有主题叙述特征。《编年史》开头简
要叙述奥古斯都建立新秩序:“奥古斯都则以普林凯普斯的名义把在内争中被搞得残破不堪的国土
收归自己的治下”，建立起了和平，自由的政体和执政官当政制度已经发生变化，在罗马“阿谀奉承之
风”盛行起来。“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已荡然无存。”⑥其目的在于表明提比略的
统治建立在奥古斯都建立起的政体之上。同样，由于把公元 23 年看作提比略统治的转折点，第四卷
( 公元 23 年) 的开头有一个“前言”:“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命运突然搅乱了这和平的环境。”“提贝里
乌斯的元首( 帝) 制是从今年( 公元 23 年) 起开始变质的”，提比略本人变成了暴君，或者把权力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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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丽娟:《李维史学研究》，第 105 页。
Jason P. Davies，Ｒome＇s Ｒeligious History: Livy，Tacitus，Ammianus on Their Go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 161. 杰森·
戴维斯还提醒我们，帝制时代的其他作家虽然也会记载宗教预兆，但是这些预兆几乎都是和皇帝本人有关的，这与塔西佗和李

维的做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Ｒonald Syme，Tacitus，p. 267.
学者们研究认为，塔西佗的《编年史》每六卷为一组，前六卷涉及提比略统治时期，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提比略叙事”。参见
Ｒonald Syme，Tacitus，p. 253。
李维:《建城以来史( 第一至十卷选段) 》，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8—220 页。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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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的谢雅努斯( Sejanus) 的手里:“这勿宁说是由于上天对罗马的愤怒，因为无论是谢雅努斯得势
还是垮台，对罗马来说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①这样，公元 23 年变成提比略统治策略和结果的
分界线。
塔西佗围绕主题展开叙述的方式与狄奥的叙述形成对比。狄奥《罗马史》第 56—58 卷叙述提比

略的统治，与塔西佗“提比略叙事”内容基本重合，他们都详细叙述了奥古斯都去世的经过，这期间的
各种流言蜚语以及之后在罗马举行的葬礼。② 塞姆和马丁都认为，他们可能使用了相同材料。③ 狄
奥使用了执政官纪年方式，但章节划分显示与塔西佗不同。④ 他把奥古斯都的葬礼放在第 56 卷的结
尾处，随后是提比略的颂词、坊间对奥古斯都的议论和自己的意见，对奥古斯都的生平和性格进行的
评价。⑤ 他把提比略统治作为新的一卷( 第 57 卷) 的开始，这一卷的开头就分析提比略的性格，列举
大量关于提比略虚伪本性的例证。⑥ 于是，在狄奥的笔下，皇帝的个人性格就成了其统治时期历史的
决定因素。可见，狄奥虽然采取编年纪事和执政官纪年的方式叙述历史，实际上与皇帝传记的差别
不大。
塔西佗以主题组织叙述的目的在于把自己的价值判断渗透到叙述之中，即共和传统仍然是罗马

政治生活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如对奥古斯都葬礼的叙述关注罗马社会各阶层的反应，这一叙述方式
无疑源于塔西佗秉持的共和观念，政治参与意识和历史叙述的公众视角联系在一起。把奥古斯都的
死亡和葬礼的叙述作为“提比略叙事”的开场，显然说明这一事件对于之后罗马政治发展具有的重要
性，因此，也是罗马各阶层关注的事件，塔西佗首先叙述元老院就葬礼举行的讨论，提比略应对元老

们提出的意见时表现出的谨慎。其次详细叙述发生在民众当中对奥古斯都的两种不同评价，对葬礼
的过程则忽略不叙。⑦ 通过叙述提比略、元老、骑士和民众各方对奥古斯都及其葬礼的态度，一方面
使奥古斯都的葬礼成了一件引发公众讨论的公共事件; 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提比略初登政治舞台时的

复杂的政治局势，为公元 23 年之前提比略采取的审慎统治策略进行了铺垫，即提比略初登政治舞台
时政治局势复杂，元老院在许多方面对提比略政策的节制作用使提比略的执政方式审慎和节制，他

的统治因为元老们的合适参与而没有滑入僭政。
在叙述完提比略继承大权之后，塔西佗便按照“年代记”顺序记载这一年接下来的重要事件: 首

先是提比略在罗马城内的施政，他召集元老院会议并处理了一些法律和宗教事务，塔西佗很清楚地

提到了提比略在元老阶层当中的几个竞争对手。⑧ 随后，塔西佗依照“年代记”体例叙述行省事务，
详细描述了潘诺尼亚和日耳曼军团的叛乱，以及内乱引发对日耳曼人的战争，罗马将军日耳曼尼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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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196、201、197 页。谢雅努斯生于公元前 20 年 6 月，属于罗马骑士阶层，因深得提比略信任而成为其宠
臣，并担任了近卫军长官，权倾一时。他帮助提比略制造了多起政治迫害，由于他的权力膨胀到威胁提比略本人，提比略在公元
31 年的一次秘密行动当中将其逮捕并处死，但他的垮台导致提比略大规模的逮捕和审判，因此，塔西佗才认为谢雅努斯的当政
和垮台对罗马都是一场灾难。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5—6 页; Dio Cassius，Ｒoman History，Books 56 － 60，trans. Earnest C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5，
pp. 99 － 101。
参见 Ｒonald Syme，Tacitus，pp. 272 － 273; Ｒonald Martin，Tacitu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p. 204 － 206。
P. M. Swan，“Cassius Dio on Augustus: A Poverty of Annalistic Sources?”，Phoenix，Vol. 41，No. 3，1987，pp. 272 － 273.
Meyer Ｒeinhold，From Ｒepublic to Principate: 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Cassius Dio＇s Ｒoman History Books 49 － 52，Vol. 6，Scholar
Press，1988，pp. 325.
Dio Cassius，Ｒoman History，Books 56 － 60，pp. 112 － 114，130.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7—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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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军事成就引起了提比略的忌惮。最后，塔西佗再度将叙述视角拉回罗马城内，叙述了提比略在
元老院的报告，并以奥古斯都之女尤利娅和格拉古家族的显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之死作为这一年的
结尾。这一从罗马城到行省再回到罗马城的全景式叙述方式，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提比略继任之初
罗马内外政治局势。塔西佗展示提比略面临来自皇室内部、元老院以及行省的威胁和挑战，这些与
提比略的执政策略和他最终成为暴君有着直接联系。
在塔西佗看来，恢复“大逆法”是提比略执政初期的重要举措，也是他继位之初为应对政治局势

而采取的措施。提比略没有奥古斯都的声望和权威，他的权力受到各个方向的威胁。为此，提比略
以技巧和计谋对元老们的忠诚进行试探，“大逆法”在此背景下被恢复。按照塔西佗的说法，这一法
律古代只在官吏渎职而玷污了“罗马人民的尊严”时实施，包括军队的背叛，煽动人民发动叛乱等，即
“大逆法”只惩罚叛乱的行动，不针对言论。然而，奥古斯都却没有遵守古代“大逆法”不惩罚言论的
做法，曾经利用了这一法律放逐了一名在文字上诽谤显要男女人士的人。① 提比略正是延续了奥古
斯都的做法，把“大逆法”用在对不当言论者的惩罚上。
最初以“大逆法”控告的是两名骑士，塔西佗认为，这一案件可以看出提比略“怎样巧妙地想

出这种可憎的措施，这个措施是怎样在开头不声不响地执行，中间有一个短时期被抑制，但最后

终于爆发为把一切都会烧光的大火”。② 两名骑士的罪名是亵渎了奥古斯都，对于这一指控，提比
略表现出他伪善的一面，他说他们的行为“并不能算是渎神……至于伪誓，这就和以朱庇特神的
名义发伪誓一样，诸神自己会进行报复的”。在“大逆法”最初实施时，提比略甚至经常亲自审判
以敦促行政长官做出公正的判决。狄奥对提比略在“大逆法”实行初期的宽容态度也有所记载，
在狄奥那里，这是提比略虚伪善藏的性格使然，而塔西佗则通过“年代记”的叙述方式来展现当
时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在叙述了这起案件之后，塔西佗按照年代记的方式叙述了这一年内发
生的其他公共事件: 凯皮欧构陷玛尔凯路斯案、元老院讨论对台伯河洪水的处理、元老院对一些
法律的表决、提比略处理行省长官的任免，以及下一年( 公元 16 年) 执政官的选举。③ 在凯皮欧构
陷比提尼亚长官玛尔凯路斯的案件中，罪名触怒了提比略，他希望借助元老之手实行“大逆法”，只
是在元老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 Calpurnius Piso) 的劝说下，提比略放弃了这个打算，并赦免了玛
尔凯路斯。④

塔西佗的叙述表明，提比略所谓的宽容只是一种伪装，当他想要滥用“大逆法”时，那些有威望的
元老能够对提比略的行为产生约束。这一年接下来的事件也能证明这一点，提比略常常在元老院议
事之时保持沉默，在干预执政官选举时也不敢太露骨。元老院有时候还能通过与提比略意志相悖的
结果: 在元老院讨论台伯河洪水的治理方案时，提比略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披索的意见则被

“原封不动”的通过了。⑤

塔西佗将元老院对提比略权力的约束视为其统治初期善政的基石。⑥ 然而从公元 23 年起，提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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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逆法”的实施完全放弃了他装出来的“伪善”，他的统治也滑入僭政，本人变成“暴君”。① 与此同
时，元老院也逐渐丧失了对提比略行为的约束力，更有甚者，很多元老主动参与到提比略的暴行之中。②

对著名的罗马骑士提奇乌斯·撒比努斯的审判便显示了提比略的“暴政”的本质特征。在整个案件
中，提比略并不是唯一的主角，他本人当时都不在罗马，告发撒比努斯的是四个热衷追求过执政官职

位和担任过行政长官的元老。按照惯例，元旦期间不能进行审判，但元老院还是在提比略的要求下
将撒比努斯处死。撒比努斯在绞索上控诉这种违反宗教惯例的行为，结果引发围观者的恐慌。根据
塔西佗的说法，一些人因为恐惧而逃散，一些人因为害怕表现出恐惧而在逃走之后又折返回来。③ 无
论因恐惧，还是出于政治投机而帮助提比略，元老院都在事实上成了提比略“暴政”的协助者。因此，
当塔西佗按照“年代记”的方式将元老院在这一年的所作所为都逐一道来之后，罗马政治精英已经奴
化的局面就被呈现和解释出来了。
在这起案件之后，塔西佗按照“年代记”的顺序叙述了这一年接下来的事件: 与日耳曼部族发生

了新的战争，然而元老院却因为极度的恐惧无暇顾及。斯特伦克认为，恐惧损害了元老阶层的自由，
让他们不敢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④ 这一结果反过来导致了提比略“暴政”的恶化，元老和骑士们
争先恐后的去讨好提比略的宠臣谢雅努斯，正如塔西佗所说，谢雅努斯的当政和垮台对罗马都是一

场灾难。⑤ 塔西佗以日耳曼尼库斯之女小阿格里皮娜的婚姻作为这一年的结尾，而尼禄正是这场婚
姻的结果，提比略的“暴政”便以这种方式为后来的“暴政”提供了基础。⑥

塔西佗叙述提比略恢复“大逆法”的目的在于论证提比略的政策最终导致了罗马元老阶层的奴
化，这与其他作家的记载形成对比。在流传下来的材料中，提比略的形象尽管有很多重复，但是也有
不同之处。提比略的形象成型于他去世后的两代人之后，图密善的统治使人们构建了提比略的暴君
形象，塔西佗引用的材料大多属于对提比略不太友好的。⑦ 如维莱里乌斯·帕特尔库鲁斯( Velleius
Paterculus) 记载的提比略尽管不能全信，但也说明提比略在同时代人们的心目中并不是暴君。维莱
里乌斯在公元 29—30 年写作，由于提比略对他的重用，他对提比略进行了歌颂: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与恺撒角力，诱使提比略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同时，他努力成为一个与他人平等的公民，而不是一

个皇帝; 他之所以接任父亲的位置，与其说是被荣誉说服，不如说是被理智说服了，因为他明白，凡是

他不承担起保护责任的东西都有可能毁灭。他是唯一一个命运注定要拒绝元首制的人，比其他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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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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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奥斯温·默里在《早期希腊》中探讨希腊僭主政治特征，认为现代“暴君”一词起源于“僭主”。“僭主”一词可能是腓尼基语，在
希伯来语中指黎凡特海岸地区腓力斯丁人的统治者。在后来的政治理论中，僭主政治被界定为违背传统习惯的绝对统治，或者
是统治者任意胡为的统治，它与王政相对。王政虽是绝对统治，但遵守成法，为臣民的利益进行统治。参见奥斯温·默里: 《早
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8—129 页。
在叙述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和尼禄时期的政治迫害时，塔西佗几乎每次都叙述了官员和元老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参见塔西
佗:《编年史》上册，第 88、105、151、164、172—173、213—214、219—222、225、267—268、278 页;《编年史》下册，第 321—322、393、
462—463、468—469、473—474、477—478、564—566、586—590 页。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256 页。
Thomas Strunk，History after Liberty: Tacitus on Tyrants，Sycophants，and Ｒepublicans，pp. 143 － 144.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196 页。
小阿格里皮娜的婚姻不仅被塔西佗拿来作为这一年的结尾，也是第四卷的结尾，塞姆分析了塔西佗的“提比略叙事”的各个章节
的结尾，这个结尾显然是有深意的，是提比略统治持续恶化的象征。参见 Ｒonald Syme，Tacitus，p. 267。
Ｒonald Syme，Tacitus，p.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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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卫它而斗争的时间更长。① 维莱里乌斯在描述提比略与谢雅努斯的关系时，把谢雅努斯看作伟
大的人: 因为伟大的任务需要伟大的帮手。②

苏维托尼乌斯和狄奥笔下的提比略与维莱里乌斯笔下的提比略完全不同，暴君的形象让人印象

深刻。狄奥对提比略统治前期的“大逆法”记载内容并不多，只是提及提比略起初能够原谅一些被控
诉者，而且只将此作为提比略虚伪性格的例证，随后就强调提比略凭借“大逆法”杀害大量的人。③

对提比略统治后期的“大逆法”的叙述则在于揭露提比略的残酷，如撒比努斯被控诉之后遭到处死，
尸体被抛入台伯河，他特意指出撒比努斯的狗随同他一起赴死并被抛入河中，以凸显案件的悲剧

性。④ 在伽路斯案件中，狄奥强调提比略既不急于给伽路斯定罪，也不将其赦免，而是派专人看管他，
避免其自杀，也防止其逃跑，这样就可以让他在死前承受更大的痛苦。⑤ 关于提比略的残暴，苏维托
尼乌斯持有与狄奥相同的观点。
尽管塔西佗也将提比略描述为天性残暴、气量狭窄之人，⑥指出其刚上台时就对罗马犯下了许多

罪行，如“新皇帝继位后所犯下的头一件罪行就是杀死了阿格里帕·波斯图姆斯”，⑦以及残酷地虐
待并杀死显普洛尼乌斯·格拉古等。⑧ 但是，塔西佗更加关注提比略统治之下政治形势的转变及其
原因，特别是追求“美德”的元老贵族阶层如何堕落成皇帝统治的工具。在塔西佗看来，提比略的统
治最终堕落到僭政和元老贵族阶层的堕落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他们没有担起应有的责任，才使提

比略的暴政变得可能和容易。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元首制本身具有的缺陷对贵族阶层的传统“美
德”形成挑战，“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专制统治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大家只对统治者一个人负责，这样事情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⑨在新的政治局势下，元老贵族
阶层如何自处，以及与皇帝的关系处理成为他们要面对的问题。
“提比略叙事”虽然是以皇帝为主角来叙述历史，“年代记”体例却使塔西佗能够从多重视角呈
现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阶层的政治行为，深刻剖析了元首制政治中皇帝与贵族阶层的权力博弈所带

来的结果。他希望借此表明，尽管皇帝的个人性格对国家政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贵族阶层审慎
选择政治行为对于国家政治走向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提比略统治的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情形就
说明了这一点。

三、历史书写与政治审慎美德的培育

塔西佗在图拉真统治时期写作，政治环境相比之前图密善统治时期宽松很多。他称赞涅尔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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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leius Paterculus，Compendium of Ｒoman History，trans. Frederick W. Shiple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 313 － 315，317 －
319.
Velleius Paterculus，Compendium of Ｒoman History，pp. 318 － 321.
Dio Cassius，Ｒoman History，Books 56 － 60，pp. 132 － 134.
Dio Cassius，Ｒoman History，Books 56 － 60，pp. 187 － 189.
Dio Cassius，Ｒoman History，Books 56 － 60，pp. 191 － 193.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316 页; Ｒonald Syme，Tacitus，p. 421。塞姆发现，塔西佗似乎并没有察觉他自己对提比略统治的不同
时期的分割的方法存在矛盾。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6 页。阿格里帕·波斯图姆斯是阿格里帕和奥古斯都的女儿尤利娅的儿子。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44—45 页。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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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制和自由结合了起来”，①图拉真更进一步增进了幸福，因此，他希望到年老时能写作圣涅尔瓦
和图拉真时期的历史，因为“这是一段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危险性较小的时期，因为在这段时期里，我
们享有这样一种稀有的幸福: 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② 但塔西
佗并没有盲目乐观，从政经历让他明白皇帝的统治极不稳定，暴君在某个时期将会重新出现: “你们
以为尼禄就是最后一个暴君么? 从提贝里乌斯和盖乌斯的统治时期活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然

而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更加无情、更加残酷的尼禄。”③于是，即使是在宽松的图拉真时代，塔
西佗也没有在其著作中对元首制本身表现出太多的期许，而是对元老贵族群体提出更高要求。
塔西佗希望他的历史写作能够为元老贵族阶层提供政治借鉴，因为人性的缺陷往往会影响对皇

帝统治实质的认知和判断，“当人们很快地对那些趋时讨好的历史家感到厌恶的时候，他们却又喜欢
倾听那些诽谤和怨恨的话了。阿谀奉承被斥责为奴隶根性的可耻表现，但是恶意却又在人们心目中
造成独立不倚的假象。”④因此，探讨政治中人性的因素可以理解政治行为从而使行为变得审慎。他
认为:“在平民掌权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研究群众的性格和驾驭他们的办法; 但是在贵族占主导地位
的情况下，那些对于元老院和贵族的性情了解最深的人们，在当代的人们中间却被认为是机敏的和

有智慧的人了。因而在今天，当局面也已改变而罗马世界已经和一个王国相去无几的时候，把这些
琐事加以收集并且按年代编排起来仍然还有它的用处。很少有人生来就能辨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
错的，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大多数的人都是通过别人的经验才得到教训的。如果我写的
东西有什么用处的话，它们却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愉快……甚至荣誉和德行也能树敌，因为一种过分
鲜明的对比会使它们的敌人感到难堪。”⑤对于“始终不渝地忠于真理的人们，在写到任何人时都不
应存个人爱憎之见”。⑥ 由此可以发现，塔西佗选择“年代记”体裁既是他以谨慎小心态度写作的需
要，也是他希望剖析政治的实质以培育政治审慎美德的需要。
塔西佗非常清楚，在元首制时代，那些希望通过自身的卓越获得荣誉之人往往成了皇帝的敌人，

在皇帝权力之下追求传统“美德”又很容易变成皇帝权力的依附者。前者容易触怒龙颜而招致杀身
之祸，后者又往往沦为皇帝暴政的帮凶。那么，合格的元老精英应该选择何种方式与皇帝相处呢?
塔西佗的朋友小普林尼( 公元 61—115 年，公元 100 年任执政官) 回答了这一问题，他的书信集被誉
为“完美的罗马元老手册。它们不仅是自传性的资料，而且其目的是教诲性的和榜样性的”。⑦ 小普
林尼构想了皇帝和贵族精英的职责，他赞美图拉真仁慈、简朴、虔诚、开明，像神明一样关注正义，同
时也像普通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约束。⑧

小普林尼甚至认为，好皇帝同时也是好公民: “皇帝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的地位之所以更高更突
出，乃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我们中的一员，并且认识到他既是众人之上的统治者，也是一个普通人。”
这一论述的核心在于论证“图拉真和帝国精英阶层的利益共同体”。⑨ 他声称，在图拉真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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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 2 页。
塔西佗:《历史》，第 2 页。
塔西佗:《历史》，第 285 页。
塔西佗:《历史》，第 1 页。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223—224 页。
塔西佗:《历史》，第 2 页。
克里斯托弗·罗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主编:《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晏绍祥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522 页。
Sam Wilkinson，Ｒepublicanism during the Early Ｒoman Empire，Continuum Press，2012，p. 22.
克里斯托弗·凯利:《罗马帝国简史》，黄洋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5—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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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得到恢复:“我们就这样生活在共和国之中，并且相信，共和国依然存在。”①贵族们应该保有
“良好的良心”。小普林尼可能不会相信共和国依然存在，塔西佗也不会认为自由已经恢复，②他们
以这样的方式来歌颂皇帝，并且被歌颂者也乐于接受，这表明当时人们认为在国家政治体制中保留

更多的共和时代的制度和道德传统，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政治理想。③

无论塔西佗对提比略统治时期的描述，还是小普林尼对皇帝和贵族角色的想象，他们的思想基

础是一致的，即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元首制时代元老贵族们的政治理想: 小普林尼歌颂了这一政治

理想的实现，而塔西佗描述了理想破灭之后的现实。对于塔西佗和小普林尼这样的元老来说，皇帝
尊重元老院的地位，元老们积极参与国家的治理，是实现善政的必要条件。也只有如此，“元首制和
自由”才能结合起来，因为自由( libertas) 最根本的含义是他们拥有独立参与国家事务，并且服务国家
的权力。④ 在其历史写作中，塔西佗构建了真正具有“美德”值得元老贵族效仿的人们的形象，如元
老卢奇乌斯·披索( Lucius Piso) 、⑤列庇都斯( Lepidus) 、⑥将领阿古利可拉、日耳曼尼库斯和科尔布
罗( Corbulo) 等，⑦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审慎履行自己服务国家的职责。
但是，塔西佗也以特拉塞亚( Thrasea) 和赫尔维狄乌斯( Helvidius) 为例，警示不审慎行为带来的

危害。这两名元老在塔西佗的著作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特拉塞亚曾多次在元老院中反对尼禄
的意见，并试图唤起元老们对国家的责任感; 赫尔维狄乌斯则试图趁着公元 70 年维斯帕西雅努斯不
在罗马的时机，控诉尼禄时期的告密者，并试图提高元老院的政治地位。最终，这俩人分别遭到尼禄
和维斯帕西雅努斯的杀害。⑧ 表面上看，他们俩人是捍卫元老自由并为之牺牲生命，无疑是拥有美德
之人，但塔西佗不赞同他们的行为，在《历史》的序言中，他就批评那些恶意诋毁皇帝们的历史学家，
认为其做法“罔顾国家”，只是“自由的假象”，⑨还批评那些挑战皇权而死的人似乎是为了自由而死，
却“对国家没有好处”。瑏瑠 拥有审慎的美德并且矢志服务国家，这一立场是塔西佗进行历史书写的根
本出发点，也是他臧否人物的主要判断依据。
与皇帝传记完全以皇帝为中心叙述历史相比，塔西佗选择“年代记”来叙述历史，显然更加具有

冲击力，而这也是塔西佗对传统“年代记”进行改造的结果。实际上，塔西佗自己也提醒读者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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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ny the younger，Letters，Vol. 2，pp. 540 － 541.
塞姆认为，塔西佗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修辞上的夸张。参见 Ｒonald Syme，Tacitus，p. 221。而托马斯·斯特伦克认为，如果元首
制和自由没有矛盾，不必如此歌颂。参见 Thomas Strunk，History after Liberty: Tacitus on Tyrants，Sycophants，and Ｒepublicans，
p. 27。
Sam Wilkinson，Ｒepublicanism during the Early Ｒoman Empire，p. 12.
C. H. Wirszubski，Libertas as a Political Idea at Ｒome during the Late Ｒepublic and Early Princip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
pp.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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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 90—91 页。
列庇都斯曾多次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来减轻政治案件的严重性，塔西佗称赞他“正直且有智慧”。参见塔西佗: 《编年史》上册，第
214 页。
科尔布罗是尼禄时代在东方主持对帕提亚的战争的名将，克拉森认为，通过描写科尔布罗这些尽忠职守的地方将领，塔西佗突

出了皇帝尼禄在国政上的不负责任。参见 C. J. Classen，“Tacitus: Historian Between Ｒepublic and Principate”，Mnemosyne，
Vol. 41，1988，pp. 112 － 114。
塔西佗:《编年史》下册，第 444、491—493、523 页; 塔西佗:《历史》，第 245—246、250、285 页。
塔西佗:《历史》，第 1 页。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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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的“年代记”和过去罗马人民的历史等量齐观。① 因为，在塔西佗这里，“年代记”不再是记录罗
马人民历史功业的方式，而是被用来记录帝国时代下皇帝和元老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以

便为政治参与者提供教诲。
尽管如此，“年代记”所具有的公共视角还是为塔西佗展示并解释帝制时代统治阶层的政治行为

提供了恰当的方式。帝制时代，虽然皇帝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但是贵族精英对国家负有责任的
观念被传承下来，而且一直被贵族阶层看作是政治理想。作为元老贵族的一员，同时也是传统共和
精神的继承者，塔西佗通过“年代记”这一历史叙述表明，国家并不是由皇帝一人统治，官员、元老院、
军队以及民众，都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国家的事务也并不是皇家的私人事务，而是公众共同参与，并
且共同承担责任的公共事务。

塔西佗利用经过改造的“年代记”来书写帝制时代的历史，既延用了传统“年代记”编年纪事的
叙述模式，又保留了它围绕主题进行叙事的原则。尽管他仍然采用执政官纪年，但是帝制时期皇帝
在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使他将皇帝置于传统的评价体系之中，论证了元首政治的好坏与统治者

的品性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塔西佗也在强调自己所处的元老阶层对于国家的责任，把元老
院对皇帝权力的约束看作是皇帝善政的基石，提醒元老阶层不应当忘记自己的职责所在。然而，帝
制时代政治的变化，对贵族阶层的“美德”有了新的要求和标准，即需要培育政治上的审慎美德才能
够实现服务于国家的抱负。
塔西佗以“年代记”的体裁向人们展示，人性只有在美德的约束之下才能够不损害国家和政体。

“提比略叙事”显然最能展现这一写作主题和目的，对提比略和贵族阶层政治行为的心理动机的分析
表明，在专制政体之下，只有那些真正具有“美德”的人才能够承担对国家的责任，因而政治审慎的美
德对于参政的贵族尤为重要。总之，“年代记”在塔西佗这里不仅是一种叙述体裁，更是一种分析和
解释历史的工具，它使得塔西佗能够避免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叙述的局限性，从而充分发挥罗马历

史书写作为政治教诲的功能和作用。

( 作者蔡丽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傲，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 430079)
( 责任编辑:张旭鹏)

( 责任校对: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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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nales”in Tacitus＇Historical Writing and Its Political Function / / Cai Lijuan，Wang Ao

Tacitus chronicled the history of the Ｒoman Empire from Augustus to Domitian in the Annales. In his
historical writing，he discussed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politics. In doing so，
he attempted to prov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ulers ＇ virtues and the quality of principate as a political
system. He spent his political career mostly under Domitian＇s reign，and began writing history during Trajan
＇s period. He was cautious in historical writing due to Domitian＇s tyrannical rule，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he hoped to provide lessons to the noble class through writing history，and to cultivate virtues.
For both reasons，he chose the annals rather than the popular genre，imperial bibliographies，in his
writing. Although emperors remained at the center of the narrative，Tacitus focused on emperors ＇ ruling
skills and trickeries as well as the noble class＇ response in this work. His way of writing betrays his motiv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Theory in Western Scholarship / / Liao 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formation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as been a focus
of studies in Western scholarship. The American historian John Brewer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the“fiscal-
military state”，emphasi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ion，sophisticated taxation，and
increased military strengths among early modern European states. This concept became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historical analysis，but scholars have also pointed out some of its flaws. For example，it
overplayed the capability of early modern states and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fiscal resources. Some
Western scholars have recently attempted to revise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theory. Challenging the
dichotomy between“public”and“private”sectors，they adopt the concept“contractor state”in focusing on the
states＇practice of contracting their war efforts to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doing so，they highlight the essential
roles played by private sectors in the military endeavors of early modern Europe. Applying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they adopt the concept of“fiscal-military system”to further study the interactions among states，
semi-sovereign polities，and private actors，in which manpower，money，supplies，expertise，service，and
information required were exchanged through a number of“fiscal-military hubs”，portraying a Europe-wide
network for mobilizing a variety of military resources. These studies have drastically enriched the perspectives of
and broadened the approaches to studying military history as well as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u Yiling ＇s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 / Li Zhengjun

Influenced by the Debate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Fu Yiling established his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studying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following ten years，he embraced the universal law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reveal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analyzing
Chinese social history. Different from those scholars that“sacrificing materials for formulas”in the earlier
debates，he began to wor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law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history. He verifie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theory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instead of“taking the
method as the conclusion”. These outstanding features in Fu＇s research are the reflections of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studies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during the Ｒepublican period in China.

Ｒ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Studies of Ancient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 the Past 100
Years / / Sun Weiguo，Qin L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classics printed in ancient Korea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ince then，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Korean historiography started to unfold.
Historians such as Meng Sen and Wu Han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Political situation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this topic from 1949 to 1992，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During this period，scholars in Taiwan，China，produced some
pioneering works，which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studie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fter 1992. A review of studies of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show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sults of Chinese academia: there are a greater quantity of papers than monographs，of
thematic and narrative reviews than comprehensive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s，more attention to Korean
historical books in Chinese than non-Chinese Korean historical books，a greater quantity of self-talking
monologues than dialogues with Korean academic circle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scholars need to make
more comprehensive effort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studies of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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